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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２０２５⁃０２⁃１０

　 　 ①　 “后人口转变期”指世纪性人口转变完成后的时期，本文中特指总和生育率首次跌破更替水平以后的人口发展阶段。

ＤＯＩ：１０．１９６４８ ／ ｊ．ｃｎｋｉ．ｊｈｕｓｔｓｓ１９８０．２０２５．０３．０７

低生育率国家在后人口转变期的
　 　 生育率变动态势及影响机制
　 　 ———基于 ＯＥＣＤ 和 Ｇ２０ 成员国的经验发现

□ 牛建林

摘要： 生育率低迷是当前众多国家在人口与经济社会持续高质量发展中面临的现实挑战。 全面认识后人口

转变期生育率的发展态势及其影响机制，对积极应对生育率低迷的困境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以

ＯＥＣＤ 和 Ｇ２０ 成员国为例，实证考察了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来各国在完成人口转变后的生育率变动规律

与成因。 研究发现，在后人口转变期，生育率呈现重要的国别差异和历时变动。 在考察期内，几乎所有

国家均经历过不同幅度的生育率回升或反弹。 经验证据表明，生育率能否反弹并不存在特定的阈值或

“陷阱”，各国的生育率不仅与其进入后人口转变期的时长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水平有关，而且受经

济社会领域一系列快变量短期波动的影响。 平均而言，女性平均生育年龄每推迟一年，时期生育率下

降近 ０．５；青年失业率每上升 １ 个百分点，时期生育率下降 ０．００７；政府公共支出增长率每上升 １ 个百分

点，时期生育率上升 ０．００５。 除此之外，文化和社会因素也对生育率差异及变动态势具有显著的影响。
这一研究发现为全面认识后人口转变期的生育率特征及变动规律提供了新的经验知识，也对出台有效

的支持和干预措施提供了思路。
关键词： 低生育率国家； 后人口转变期； 时期生育率； 国别差异

中图分类号： Ｃ９２４．２１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７０２３（２０２５）０３⁃００６１⁃１３

一、引言

２０ 世纪中期以来，世界上不少国家的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经历了深刻的变革。 较早完成人口转变

的发达国家在经历战后“婴儿潮”后，生育率再度跌破更替水平，并不断刷新低生育率的历史纪录。 受

生育率持续走低和平均预期寿命不断延长的双重作用，越来越多的国家出现人口快速老龄化以及与之

相关的社会抚养比攀升、劳动力短缺等问题，对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提出了重大挑战。 为了应对相

应挑战，不少国家实施了积极的人口和社会支持政策，包括完善社会福利保障、健全托幼及育儿支持体

系、实施生育补贴、完善带薪育儿假制度等。 这些政策举措对生育率变动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在一

些国家时期生育率一度回到更替水平以上；但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所有国家的生育率反弹并不持久。 目

前，多数国家依然面临生育率在低位徘徊甚至不断下降的现实。 这些发展态势对系统认识和总结后人

口转变期①的生育率变动规律及影响机制提出了重大研究课题，也是现阶段进一步完善生育支持体系、
促进人口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

目前，学术界已有大量研究关注低生育率现象及其影响机制。 既有研究展示了后人口转变期各国

生育率的不稳定性［１］［２］［３］以及变动机制的复杂性［４］［５］［６］。 由于多数研究着眼于特定的视角，重点关注

个别维度（如制度、经济、文化等）具体因素的影响，因而既有研究发现相对零散，难以形成对后人口转

变期生育率变动规律的一般性知识或指导。 这些研究现状不利于全面认识和系统把握低生育率的发展

趋势，也难以为制定有效的生育支持政策和服务、推动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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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增进对后人口转变期各国生育率变动规律的理解，本文结合人口发展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状况、
制度及文化等因素，尝试从多维视角考察世界主要低生育率国家在过去半个多世纪的生育率变动状况

及其影响机制。 本文的研究问题如下：第一，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来，世界主要低生育率国家的生育率变

动态势如何？ 是否存在系统性的差异？ 第二，在后人口转变期，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文化和制度

等因素如何影响生育率水平及其变化？ 第三，各国生育率短期波动或反弹的成因及影响机制如何？ 通

过探讨这些问题，本文旨在深化对后人口转变期人口变动规律的理解，为提高人口与生育预测的科学

性、提升政策干预效率提供依据。 与既有研究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一是将人口变动与经济社会

发展、区域文化及制度因素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在拓宽研究对象与时间范围的基础上，为后人口转变期

的生育率变动规律及影响机制提供了较为综合的视野，有望为认识低生育率的变动机制补充新的经验

知识；二是将经济社会发展中总体水平 ／进程与短期变动区分开来，从慢变量和快变量的角度探讨了不

同因素对低生育率变动和反弹的影响，研究发现有望为各国积极应对后人口转变期的低生育率困境提

供决策参考；三是将后人口转变期的中国纳入国际比较研究的框架，有助于系统认识中国生育率持续走

低现象在后人口转变阶段国际人口变动中的共性与个性问题，更好地理解中国生育率及人口的发展态势。

二、文献综述

经典的人口转变理论概括了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各国生育率下降的一般规律及驱动机制，为较

晚开启人口转变的国家提供了经验指导和决策依据。 然而，对人口转变完成后生育率的特征和变化规

律，该理论未能提供有效推断，因而在后人口转变阶段其解释力有限。 为了更好地理解和预测后人口转

变期的生育率及人口变动，学术界围绕各国的低生育率特征、变动趋势和影响机制进行了广泛的理论探

讨和经验检验。
（一）理论探讨

１． 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

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针对人口转变完成后的生育率变动及相关人口现象进行了系统的理论阐释。
该理论最早由 Ｌｅｓｔｈａｅｇｈｅ 和 ｖａｎ ｄｅ Ｋａａ［７］提出，此后经历了众多学者的讨论与完善。 该理论认为，在经

典的人口转变完成后，生育率在更替水平以下持续下降的现象标志着新的人口与家庭转变（第二次人

口转变），与第一次人口转变相区别，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的演变是驱动生育率进一步下降的重要原因。
根据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后工业化时期西方社会率先兴起的性别运动（ｇｅｎｄｅｒ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避孕

革命（ｃｏｎｔｒａｃｅｐｔｉｖ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以及女性在教育和就业领域取得的进展，共同推动了婚育文化和社会价

值观念的演变。 一方面，社会文化朝着多元、多样化方向发展，传统的、世俗的规范逐渐被打破，年轻人

更加崇尚自由的价值观念、注重个人自我实现。 在这一背景下，婚姻不再被视为人生必经的阶段，生育

与婚姻的联系也明显弱化，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多样化，家庭形态呈现多元性和易变性。 另一方面，全球

化进程（及逆全球化思潮）加速了整个社会的变迁，社会中不确定性因素增加［８］［９］，生活成本（包括教

育、医疗、住房、抚幼、养老等）大幅攀升，传统的家庭、职业等文化价值观念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 这些

因素综合作用，导致各国在完成人口转变后生育率在更替水平以下持续下降。
２．“低生育陷阱”假说

“低生育陷阱”假说是由奥地利人口学家 Ｌｕｔｚ 等人［１０］提出的，其核心观点是，总和生育率一旦降到

很低水平（如 １．５ 以下），其下降趋势很难被扭转，极有可能陷入长期低生育率的状态。
该假说强调了人口与经济、社会因素的内在联系及其对低生育水平的强化效应，并提出在低生育率

阶段生育率下降的三个核心机制，一是人口机制，即在人口系统内部，低生育率意味着女儿一代的人口

规模小于母亲一代。 长此以往，新生人口规模难以实现稳定的世代更替，人口年龄结构底端萎缩的趋势

会导致低生育率在世代更迭过程中被不断强化，人口负增长势能不断累积。 二是社会机制，即年轻一代

的生育观念是在其成长和社会化的过程中通过观察上一代的生育行为习得和构建起来的，上一代的生

育行为潜移默化影响年轻一代的生育意愿，由此实现低生育率的代际再生产。 三是经济机制，低生育率

伴随着人口年龄结构不断老化，由此对社会保障体系改革、生产力和经济增长带来深刻的影响。 这些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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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导致的实际购买力相对下降、住房成本上升等境况与年轻人不断提高的消费期望形成反差，会挫伤年

轻人对未来经济前景的信心，导致生育意愿降低、生育行为推迟或下降。
３．“生育推迟转变”假说

“生育推迟转变”假说是针对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低生育率国家的晚育现象对生育率变动的影响

提出的［１１］。 该假说指出，在后人口转变期，普遍性晚育现象使得时期生育率明显低于队列生育率。
根据“生育推迟转变”假说，后人口转变期的社会经济发展和文化演变使得年轻人普遍推迟开始生

育的年龄［１２］。 例如，女性教育年限延长、劳动参与率提升、高效避孕措施的普及、经济生活中的不确定

性上升等趋势，均可能导致女性推迟生育；在不少国家，女性大多在 ３０ 岁以后才开始生育。 “生育推迟

转变”假说认为，在后人口转变期，上述趋势呈现单向性和持续性，由此会对生育率带来不可逆转的影

响。 初育推迟现象的持续不仅会导致时期生育率降低，而且会对队列生育率和人口发展带来持久的不

利影响。
（二）经验发现

结合上述理论框架，大量经验研究从人口、经济、社会或政策干预等视角出发，考察低生育率国家的

生育率变动特征及其影响机制。
１． 低生育率状况及其发展态势

针对较早出现低生育率的国家，国外有不少研究考察了其生育率的具体特征、国别差异及变化规

律。 这些研究发现，首先，在低生育率期，各国的生育率仍随时间明显波动［１］［２］［３］。 与队列生育率相比，
时期生育率的波动更为明显和普遍。 有研究指出，２０ 世纪下半叶以来，欧美不少国家的时期生育率曾

从极低水平反弹到中低水平（１．５１．６）或较高水平（１．８ 以上，如芬兰），部分国家（如瑞典）甚至回升到更

替水平附近［１］［２］，由此驳斥了“低生育陷阱”假说的推断。 其次，在低生育率期，生育率水平和生育模式

存在重要的国别差异。 这些研究发现，低生育率期各国普遍存在女性推迟初育的现象，由此加剧了时期

生育率的下降［１３］［１４］［１５］；但也有研究发现，女性推迟生育的趋势并非不可逆转，在特定情形下可能出现

提早生育［１６］。 例如，２１ 世纪之初，欧洲多数国家出现女性生育年龄提早的现象，由此带来部分国家（如
中东欧国家和葡萄牙）的时期生育率的下降趋势被减缓，另有一些国家（如立陶宛、保加利亚、瑞典、瑞
士、挪威、芬兰、荷兰和爱沙尼亚）出现了时期生育率止跌转升的现象。

２． 低生育率发展态势的影响因素

关于低生育率变动态势的影响机制，既有研究大多强调，后人口转变期生育率的变动具有“无序”
性。 不过，不少研究仍从不同维度探讨了其影响因素。 在宏观层次，既有研究指出，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文化与制度情境对各国的生育模式及其变化起着规制或调节作用；但由于各低生育率国家经历了不同

的经济社会发展、文化和制度演变，关于这些宏观因素对低生育率变动的具体影响，既有研究尚未达成

一致结论。
１）经济因素

发达国家的生育率变动经历表明，在后人口转变期，生育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明显区别于人口转变

过程中的负向相关关系。 一般而言，在经济下行或衰退期，生育率往往会快速下降［１７］；相反，经济复苏

对年轻人适时婚育、提振生育水平具有积极效应。 这一点从不少发达国家的“婴儿潮”经历中可以得到

印证［３］。
经济发展形势是影响生育率的重要因素。 Ｃｏｍｏｌｌｉ 综合不同来源的国别数据，考察了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

年蔓延欧美国家的经济衰退对生育率变化的影响［１７］。 研究发现，经济下行导致欧美不少国家持续数年

的生育率回升趋势被中断，继而转入下降通道。 相应影响最突出地反映为年轻（１５２４ 岁）女性的初育率

的大幅下降。 从不同经济指标的具体作用来看，女性失业率上升对生育率下降的影响最大；中等学历女

性的生育率受失业率影响，下降的幅度最大。 这些经验结果表明，劳动力市场参与对女性实现生育计划

相当重要，经济下行期劳动力市场形势恶化、女性失业率上升是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类似地，经济

衰退期的成长经历也可能对队列生育率产生抑制效应。 有研究发现，在欧美发达国家，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

中期至 １９７０ 年出生的一代人，在成长过程中经历了严重的经济衰退（特别是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的能源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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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劳动力市场不稳定、就业前景黯淡、失业率高等不利经济形势使得这一代人的生育率显著较

低［１８］［１９］［２０］。
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也对生育率具有重要影响。 Ｓｏｂｏｔｋａ 通过考察 １９５０—１９８０ 年完成生育转变的

各国生育率的变化趋势，指出经济不稳定会带来生育推迟现象，进而导致时期生育率下降，且其影响可

能持续数十年；相反，经济复苏、实施鼓励生育的政策则有可能带来时期生育率的上升［２］。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受经济形势不确定性上升的影响，丹麦、佛兰德斯、瑞典和加拿大魁北克省等地的总和生育率上升

趋势一度出现中断。
２）社会文化因素

性别规范和分工实践是影响生育率的重要社会文化因素。 大量研究表明，性别平等的文化观念和

分工实践有助于实现较高的生育率。 北欧国家的实践为此提供了重要的论证。 然而，近年来有调查发

现，北欧国家队列生育率相对稳定的历史记录正在被打破，２０１０ 年起，几乎所有的北欧国家均出现队列

生育率下降的趋势。 这些研究发现引发了关于性别平等与生育率关系的再讨论［２１］。 Ｆｒｅｊｋａ 等基于宏

观层次的分析指出，尽管性别平等并不必然能逆转生育率下降的趋势，但对于减缓生育率的快速下降具

有积极作用［２２］。
相对于学界关于性别平等能否提升生育率的争议，现有研究大多认同，性别不平等无疑是后人口转

变期生育率下降和低迷的重要原因［２３］［２４］。 大量经验研究表明，在家庭性别观念相对传统的南欧、东亚

国家，由于社会对女性的家庭角色与责任保持较高期望，职业女性普遍面临突出的工作与家庭的冲突，
不少高学历职业女性选择推迟或放弃婚育［２５］［２６］［２７］。 类似地，在奥地利、德国和瑞士等德语系国家，传
统文化对母职的社会期望及规制作用很强，母亲在孩子年幼时外出工作被认为不利于孩子发展；受相关

文化影响，在这些国家年轻女性中开始盛行“不育”文化和生活方式，加剧了生育率持续走低的趋

势［１４］［２８］。
此外，家庭及婚育领域的其他文化特征也可能对生育率变动产生复杂的影响。 既往研究发现，一些

中欧、东欧国家对女性不育持负面态度，这些文化力量使得当地女性（尤其是高学历女性）在实现较高

劳动参与率的同时往往选择只生育一个孩子，以便在满足社会规范的同时减轻全职工作与家务带来的

双重负担［２９］［３０］。 在东亚国家，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家庭对子女教育和成才极为重视，由此衍生出东亚

国家特有的“教育热”现象，成为该地区生育率快速下降的重要原因［３１］。
３）制度因素

社会福利与制度安排是个人及家庭发展的重要社会资源与保障条件，因而也对育龄人群的生育行

为具有重要影响。 各国的实践经验表明，有利于育龄女性兼顾工作与家庭的政策（如慷慨的家庭转移

支付、广覆盖的公共育儿支持体系等）往往对生育率具有积极效应［３２］。 各国之间，家庭政策相对完善的

比利时、法国和北欧多数国家的生育率持续较高，超过多数发达国家［３］；类似地，芬兰较为完备的社会

福利和支持体系为高学历女性兼顾工作与家庭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受此影响，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芬

兰女性生育率并未出现随学历上升而递减的现象［１］。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基于特定维度或个别因素的研究结论开始受到越来越明显的挑战。 例如，

２０１０ 年以来北欧国家队列生育率普遍下降，引发了关于社会福利与支持体系对生育促进效能的新讨

论。 Ｈｅｌｌｓｔｒａｎｄ 等研究发现，尽管北欧国家有发达且体系完善的家庭友好型政策，但年轻队列的女性在

推迟生育年龄的同时，也减少了在育龄中后期的补偿性生育行为，由此使得队列生育率出现随时间下降

的趋势［２１］。 该研究指出，北欧国家队列生育率下降的趋势可能与劳动力市场不确定性上升、文化观念

的演变等因素有关，但迄今为止关于其具体成因尚未得出确定性结论。 类似地，近年来东亚国家生育率

持续低迷，引发学界广泛关注与讨论，不少学者从住房成本、劳动力市场特征、社会文化观念等角度进行

探讨［１３］［３３］，但到目前为止相应低生育率现象依然是难以解开的谜团。
综上所述，在后人口转变期，各国的生育率依然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其变动态势及影响因素呈现多

元复杂性。 既有研究主要考察了发达国家在后人口转变期的生育率变动态势，从不同视角探讨了其可

能的影响机制。 囿于现实的复杂多变性，以及各研究考察的具体范围、研究视角和考察时期等方面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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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差异，既有研究发现仍留有不少争议、矛盾和知识空白。 鉴于此，深入理解后人口转变期低生育率

的影响机制，有必要在充分总结既有理论和经验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研究视野，在更为综合、系统

的研究框架下深入探讨经济社会、文化及制度因素的边际影响。 相应研究有助于不断深化对后人口转

变期生育率变化规律的认识，进而为完善理论、设计出有效的政策干预提供参考。

三、研究设计

为探讨后人口转变期生育率的变动规律与影响机制，本文以世界主要低生育率国家为切入点，考察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来这些国家在完成人口转变后生育率的变动态势，并在国家层面检验经济社会、文化

与制度等因素对生育率水平及其动态变化的综合影响。 本文的研究设计具体如下。
（一）数据来源与分析样本

为系统了解世界主要低生育率国家的生育率变动态势，本文选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ＥＣＤ）和二十国集团（Ｇｒｏｕｐ ｏｆ ２０， Ｇ２０）的成员国作为研究

对象，考察这些国家在完成人口转变后的生育率变动规律。 选取这些国家进行研究的主要原因有二：一
是这些国家涵盖了较早经历或完成人口转变的主要经济体，其生育率和人口变动兼具典型性和多样性，
因而是研究后人口转变期生育率动态特征及影响机制的重要场景；二是这些国家的数据可得性和数据

质量较好，其主要人口与经济社会统计信息在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和世界银行数据库中有

定期整理更新，为进行跨国研究提供了具有较高可比性的权威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世界银行最新发布的世界发展指标（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ＷＤＩ）

数据库和联合国公布的世界人口展望（Ｗｏｒｌｄ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ＷＰＰ）２０２４ 年数据。 考虑数据资料的

可得性和本文的研究目的，本文实际分析的数据具有如下结构特征：其一，本文的观测区间设定为

１９６０—２０２３ 年，上述样本国家在这一时期内完成人口转变后的观测记录构成本文的分析数据；其二，结
合经典人口转变理论的论断，同时考虑测量的稳健性，本文将生育率跌破更替水平并维持在更替水平或

以下至少 ３ 年作为完成人口转变、进入后人口转变期的识别标准。 按照这一标准，在本文观测期间上述

ＯＥＣＤ 和 Ｇ２０ 成员国中有 ４２ 个国家进入后人口转变期，其后人口转变期的实际观测时长最短为 ４ 年，
最长 ６３ 年。 概言之，本文的分析数据为各国在后人口转变期的时间序列构成的非平衡面板数据。

（二）主要变量

结合研究问题和数据信息的可得性，本文实证分析选取了以下指标。
（１）生育率水平。 即本文关注的被解释变量，使用各国历年的总和生育率（Ｔｏｔａ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Ｒａｔｅ， ＴＦＲ）

来测量。 该指标基于特定年份育龄妇女的年龄别生育率构建而成，剔除了年龄结构的影响，因而具有较

好的跨期及国际可比性。 由于该指标在假想队列语境下含义比较直观，即假设育龄妇女按照观测到的

年龄别生育率度过生育期终身可能生育的数量，因而在生育研究中最为常用。 需要说明的是，该指标在

假想队列语境下的直观含义隐含了生育模式稳定性假设，鉴于现实中各国的生育模式并不稳定①，因而

本文的分析结果并不直接对应任何队列实际生育水平，仅反映各国生育水平的时期变动状况。
（２）经济因素。 如前文所述，一国的人口变动与经济发展状况息息相关。 一方面，经济发展水平作

为现代化进程的体现，直接影响人口转变进程与结果；另一方面，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短期波动与起伏，通
过影响育龄人群及家庭的经济资源与经济活动状况，也会影响婚育决策和行为，进而带动时期生育率的

变动。 为此，本文考虑两类经济指标，一类是经济整体发展状况指标，使用人均 ＧＤＰ 来代理测量；另一

类是短期经济变动指标，使用人均 ＧＤＰ 增长率的变动和青年失业率来衡量。
（３）社会文化与制度因素。 社会文化与制度是人口发展的重要背景性因素，对人口长期发展态势及

短期波动均有重要影响。 一方面，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各国积淀了各具特色的社会文化传统，这些因素

潜移默化地作用于社会成员，进而影响人口再生产活动及其变动趋势；另一方面，社会保障等制度安排

通过影响居民的生活状况与福祉，对个人及家庭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本文结合国际数据的可得性和数

① 典型的表现形式包括生育年龄推迟或在特殊情形下提早、年龄别生育率整体下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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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质量，选用政府最终消费支出占 ＧＤＰ 的比重、政府公共支出的增长率等指标①来代理衡量制度特征；
同时借鉴以往研究发现的区域文化差异，使用区域（划分为北欧、西欧、中欧、东欧、南欧、欧洲以外英语

系国家、东亚与其他国家）固定效应对各国未观测的文化制度特征进行类型化测量。
（４）人口因素。 人口变动具有内在规律，各时期的生育水平与人口发展阶段及人口结构等特征有

关。 尽管总和生育率剔除了育龄妇女年龄结构的影响，但人口的城乡分布等结构特征仍可能对生育率

产生作用。 一方面，城乡结构是社会发展水平的体现，直接影响经济活动及婚育等行为特征。 一般而

言，伴随着城镇化，生育率呈下降趋势，婚育年龄会不断推迟。 另一方面，总人口的年龄结构特征是人口

发展阶段的体现，也会通过社会资源分配、抚养压力等途径影响育龄人群的生育决策和实际生育水平。
为此，本文选取城镇化率、老年抚养比作为主要人口因素，代理反映低生育率的人口场景。 考虑不同人

口发展阶段生育率可能存在系统性差异，本文将各国进入后人口转变期的时长（年数）作为代理变量纳

入分析。 此外，育龄妇女的平均生育年龄是生育文化演化的结果，也会因短期经济冲击或政策干预而发

生变化，本文在分析过程中也考虑到育龄妇女平均生育年龄的变化，以衡量后人口转变期女性推迟生育

的现象对时期生育率的边际影响。
（三）分析方法

利用上述数据，本文选用以下方法进行实证分析。
（１）时间序列分析法。 本文首先使用单变量时间序列分析法，对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来各国生育率的

特征与变动进行统计分析，检验各国在后人口转变期的生育率变化规律，并探讨国际差异。
（２）双向误差成分模型（ｔｗｏ－ｗａｙ ｅｒｒｏｒ－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 在了解各国生育率变动态势和国别差异

的基础上，本文构建计量模型对考察期内各国生育率的差异及历时变动趋势进行方差分解和统计解释。
考虑到本文的分析数据具有长面板的结构特征，双向误差成分模型是契合本文研究目的和数据结构特

征的计量方法②。 该模型通过拟合双向误差成分，在同时考虑国别差异和时间异质性的基础上，检验前

文讨论的经济、社会文化与制度、人口因素对生育率差异及变动的影响。

表 １　 后人口转变期初样本国家的主要变量分布特征 （ｎ＝ ４２）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总和生育率 ２．０３ ０．０６ １．８３ ２．０９
人均 ＧＤＰ（美元， ２０１５ 年可比价） １８２６６．２ １１４８６．２ ９７５．５ ５５８９５．４
青年（１５２４ 岁）失业率 ／ （％） １８．６９ ７．３１ ４．３７ ２５．２９
政府最终消费支出占 ＧＤＰ 的比重 ／ （％） １６．１１ ３．２７ ８．０９ ２１．０６
城镇人口占比 ／ （％） ６９．２６ １４．７５ ２７．３１ ９４．１１
老年抚养比 ／ （％） １５．６６ ４．４２ ６．４４ ２１．８９
育龄女性年龄中位数 ３０．７４ １．２５ ２８．１２ ３３．６０
女性平均生育年龄 ／岁 ２７．０２ １．０５ ２５．１０ ２９．９０
人均 ＧＤＰ 增长率 ／ （％） ３．０９ ３．８１ －６．６７ ９．６６
政府公共支出增长率 ／ （％） ３．４３ ２．７７ －２．０５ ８．２３
城镇人口增长率 ／ （％） １．４９ ０．９５ ０．２５ ４．６０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 ＷＤＩ 和 ＷＰＰ（２０２４）整理求得（下表同）。

（四）样本分布与描述性统计

表 １ 以各国最初进入后人口转变期时的特征为例，展示了本文分析的样本国家的主要经济社会与

人口特征。 表中数据显示，在步入后人口转变期初，各国的总和生育率略低于更替水平，其样本均值为

２．０３；国别差异相对较小，标准差为 ０．０６。 不过，也有个别国家生育率显著较低，如韩国在进入后人口转

变期第一年生育率已低至 １．８３，比更替水平低 ０．２７。 从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来看，在步入后人口转变期时

各国的人均 ＧＤＰ 差异巨大，从不足 １０００ 美元到 ５．５９ 万美元不等，极值比接近 ６０；类似地，各国在青年
就业状况、政府公共支出增长

率等方面也呈现显著差异。
此外，在后人口转变期初各国

的人口结构和分布特征也差

异 明 显。 老 年 抚 养 比 从

６．４４％到 ２１．８９％不等，均值约

１５．６６％；城镇化率的最小值

和最大值分别为 ２７．３１％ 和

９４．１１％，均值为 ６９．２６％。 这

些经济社会与人口特征的差

异表明，各国进入后人口转变

期的初始经济社会条件与人

口特征迥异，从一个侧面反映

①
②

本文使用的数据中，性别平等指数、社会保障率等指标信息缺失过多（超过九成），故未能纳入分析。
可参见：Ｒａｂｅ－Ｈｅｓｋｅｔｈ， Ｓｏｐｈｉａ ａｎｄ Ａｎｄｅｒｓ Ｓｋｒｏｎｄａｌ． Ｍｕｌｔｉｌｅｖｅｌ ａｎｄ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Ｕｓｉｎｇ Ｓｔａｔａ ［Ｍ］． ３ｒ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Ｔｅｘａｓ： Ｓｔａｔａ⁃

Ｃｏｒｐ ＬＰ， 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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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各国人口变动与经济社会联系的复杂性。

四、主要研究发现

（一）后人口转变期各国的生育率状况及变动趋势
表 ２　 后人口转变期样本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变动及时间序列平稳性检验结果

期初值 期末值 最小值 最大值 极差
ＤＦ 检验
统计量

显著性

阿根廷 ２．０７ １．５０ １．４８ ２．０７ ０．５９ －１．４５４
澳大利亚 ２．０６ １．６４ １．５９ ２．０６ ０．４７ －２．７７２
奥地利 ２．０９ １．３２ １．３２ ２．８２ １．５０ －０．２６７
比利时 ２．０９ １．３８ １．３８ ２．０９ ０．７１ －３．６４４ ∗∗
巴西 ２．０８ １．６２ １．６２ ２．０８ ０．４６ －４．１７９ ∗∗∗

加拿大 １．９４ １．３５ １．３５ １．９４ ０．５９ －３．８１７ ∗∗
瑞士 ２．０４ １．４３ １．３８ ２．０４ ０．６６ －６．１２７ ∗∗∗
智利 ２．０７ １．１７ １．１７ ２．０７ ０．９０ ０．６４８
中国 １．９３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９３ ０．９３ －３．１１９ ∗

哥伦比亚 ２．０１ １．６５ １．６５ ２．０１ ０．３６ －６．７７７ ∗∗∗
哥斯达黎加 ２．０８ １．３３ １．３３ ２．０８ ０．７５ ０．１１１
捷克共和国 ２．０３ １．４５ １．１４ ２．４６ １．３２ －１．１４４

德国 ２．０２ １．４４ １．２５ ２．０２ ０．７７ －６．４５５ ∗∗∗
丹麦 ２．００ １．５１ １．３８ ２．０４ ０．６６ －２．１９

西班牙 ２．０４ １．２１ １．１３ ２．０４ ０．９１ －８．３５ ∗∗∗
爱沙尼亚 １．９７ １．３５ １．２７ ２．２７ １．００ －０．６７９

芬兰 １．９３ １．２８ １．２８ １．９３ ０．６５ －１．７５９
法国 １．９４ １．６４ １．６４ ２．０２ ０．３８ －２．３１６
英国 ２．０４ １．５６ １．５６ ２．０４ ０．４８ －３．３１１ ∗
希腊 ２．０８ １．３３ １．２９ ２．０８ ０．７９ －６．２７９ ∗∗∗

匈牙利 ２．０８ １．４９ １．２５ ２．３６ １．１１ －１．４９９
印度 ２．０５ １．９８ １．９８ ２．０５ ０．０７ －３４．３９５ ∗∗∗

爱尔兰 ２．０８ １．６０ １．５９ ２．０８ ０．４９ －０．８３３
冰岛 ２．０８ １．５４ １．５４ ２．３０ ０．７６ －０．６６５

意大利 ２．０６ １．２０ １．１９ ２．０６ ０．８７ －８．５６９ ∗∗∗
日本 ２．０４ １．２１ １．２１ ２．１６ ０．９５ －１．４５９
韩国 １．８３ ０．７２ ０．７２ １．８３ １．１１ －１．４９８

立陶宛 ２．０８ １．２０ １．２０ ２．１３ ０．９３ －０．７２９
卢森堡 ２．０２ １．４０ １．３４ ２．０２ ０．６８ －３．３９９ ∗

拉脱维亚 ２．０８ １．３４ １．１０ ２．１８ １．０８ －１．０３５
墨西哥 ２．０９ １．９１ １．９１ ２．０９ ０．１８ －１．４５１
荷兰 １．９１ １．４３ １．４３ １．９１ ０．４８ －４．９３２ ∗∗∗
挪威 １．９９ １．４１ １．４１ １．９９ ０．５８ －１．１０４

新西兰 ２．０３ １．６７ １．６３ ２．１９ ０．５６ －０．６７９
波兰 ２．０７ １．３０ １．２３ ２．０７ ０．８４ －３．３３２ ∗

葡萄牙 ２．０７ １．５１ １．２１ ２．０７ ０．８６ －４．６６８ ∗∗∗
俄罗斯 ２．０２ １．４５ １．１８ ２．２５ １．０７ －１．０８３

斯洛伐克 ２．０７ １．５６ １．１９ ２．０８ ０．８９ －３．０３１ ∗
斯洛文尼亚 １．９６ １．５８ １．２０ １．９６ ０．７６ －３．６６２ ∗∗

瑞典 ２．０７ １．４３ １．４３ ２．１２ ０．６９ －２．０７９
土耳其 ２．０８ １．６３ １．６３ ２．０８ ０．４５ －０．８７
美国 ２．０６ １．６２ １．６２ ２．１０ ０．４８ －２．３８６

　 　 注：∗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下表同）。

利用上述数据，本文首先使

用单变量时间序列分析法，对考

察期内各国总和生育率的变动

进行分析，识辨其潜在规律。 表

２ 展示了考察期内各国总和生

育率变动的主要统计特征和时

间 序 列 平 稳 性 检 验 结 果。
迪基－福勒检验（Ｄｉｃｋｅｙ －Ｆｕｌｌｅｒ
ｔｅｓｔ，ＤＦ 检验）结果显示，在考察

期内，各样本国家的生育率变动

轨迹呈现不同的平稳性特征，部
分国家（如比利时等）的生育率

统计特征（如方差等）基本保持

稳定，未呈现显著的随时间变化

趋势；也有不少国家 （如阿根

廷、奥地利等）生育率变动态势

不平稳，隐含了经济社会冲击或

政策干预的长期影响。
具体来看，各国进入后人口

转变期后，总和生育率大多维持

在更替水平以下，大约 １ ／ ４ 的样

本国家曾一度或数度回升至更

替水平以上。 就各国生育率重

返更替水平以上的具体经历来

看，中欧国家的相应经历主要发

生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及以前（图
１ａ）①，东欧国家主要发生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图 １ｂ）②，北欧国

家主 要 在 １９９０ 年 前 后 （ 图

１ｃ）③。 在欧洲以外，日本生育

率④于 １９６７ 年和 １９７２—１９７３ 年

重返更替水平以上，新西兰在

１９８８—１９９０ 年 和 ２００７—２０１１
年出现更替水平以上生育率，美
国在 ２００７ 年经历类似的生育反弹（图 １ｄ）。 从这些国家生育率回升的时间和具体轨迹来判断，部分国

①
②

③
④

如奥地利在 １９５４—１９７１ 年、匈牙利在 １９７４—１９７７ 年、捷克在 １９７３—１９７９ 年。
例如，爱沙尼亚在 １９６９—１９７２ 年和 １９８３—１９８９ 年，拉脱维亚在 １９８３—１９８８ 年（其中 １９８５ 年略低，为 ２．０６），立陶宛在 １９８３—

１９８７ 年，俄罗斯在 １９８３—１９８８ 年。
如冰岛在 １９８８—１９９６ 年，且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生育率重返更替水平以上；瑞典在 １９９０—１９９１ 年。
日本于 １９５９ 年生育率跌破更替水平，此后在更替水平附近维持至 １９７５ 年左右（１９６６ 年除外），形成长达十余年的“婴儿潮”。

其间，个别年份（１９６７、１９７２—１９７３）总和生育率在 ２．１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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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考察期间生育率反弹至更替水平以上国家的生育率变动轨迹

家的生育率回升持续时间较长，形成了

数年至十余年的“婴儿潮”；也有一些

国家相应经历很短，仅 １２ 年，独立于其

“婴儿潮”经历。 综合来看，各国生育

率变动的经历表明，尽管在后人口转变

期低生育率现象相对普遍，但生育率的

回升并非极端例外，具有一定的现实可

能性。 结合时间序列平稳性检验结果可

见，样本中生育率曾成功反弹至更替水平

以上的国家，生育率变动态势并不平稳

（ＤＦ 检验不显著），侧面揭示了这些国家

经济社会因素或政策干预对生育率变动

的长期效应。
事实上，在进入后人口转变期后，

绝大多数低生育率国家均经历过明显

的生育率上升，包括曾跌入超低生育水

平（１．３以下）的国家。 例如，在具有典

型低生育率的南欧国家中，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生育率在 １９９５ 年左右降到谷底（最低时分别为 １．１９ 和

１．１３），其后曾在 ２０１０ 年左右回升至 １．４ 以上。 截至本文观察期末（２０２３ 年），样本中所有低生育率国家

的总和生育率均显著低于期初水平，七成以上国家到观察期末生育率的累计降幅超过 ０．５；但各国在考

察期内实际经历的降幅（极差）远超这一水平。
综上可见，进入后人口转变期后，各国的生育率既未稳定在特定区间，也非开启单调下降模式。 绝

大多数低生育率国家曾经历不同幅度的生育率回升，表明低生育率的反弹并不存在特定的阈值或限

制［２］，一定程度上为“低生育陷阱”的论断提供了反证。 总结这些经历、探讨生育率变动尤其是回升的

原因，是全面认识后人口转变期生育率变动规律的必然要求，也对进一步完善生育支持与服务体系具有

指导意义。 表 ３　 后人口转变期低生育率的空模型及方差构成分解结果

系数 标准误

平均截距 １．７８２∗∗∗ ０．０３９
随机效应

　 国别 ０．１９３∗∗∗ ０．０２２
　 时期 ０．１９２∗∗∗ ０．０１９
　 残差 ０．１７７∗∗∗ ０．００３
组内相关系数（ＩＣＣ）
　 纵向 ＩＣＣ ０．３５３
　 截面 ＩＣＣ ０．３５１

　 　 注：观测记录总数 Ｎ＝ １７９７，时期数 ｎ１ ＝ ６４，国家数 ｎ２ ＝ ４２（以下

各表同）。

（二）低生育率的影响机制

为了定量评估后人口转变期生育率的国别

差异与历时变化的总体状况，本文首先使用双向

误差成分模型拟合不包含任何解释变量的空模

型，以分解考察期内生育率的方差构成。 由表 ３
可见，后人口转变期生育率在时间和国别维度呈

现重要且程度大体相当的差异，纵向组内相关系

数和横截面组内相关系数分别为 ０．３５３ 和０．３５１。
因此，理解后人口转变期的生育率状况需要着重

分析这两个维度的生育率变化，使用双向误差成分模型进行分析具有合理性和适用性。
为检验生育率国别差异与历时变动的影响机制，本文进一步拟合考虑各维度解释变量的多元双向

误差成分模型。 具体而言，本文在考虑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人口发展阶段（下文简称“时期”）等国别差

异①的基础上，依次纳入女性平均生育年龄的变动②、经济增长率的变化与波动③、青年失业率、公共政策

①

②

③

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与人口发展阶段的测量指标包括：人均 ＧＤＰ 的对数、城镇化率、老年抚养比、进入后人口转变期的时长，这些
变量从不同角度衡量了各国所处的经济社会大背景和人口发展阶段，是生育率差异的基础性解释变量。

使用女性平均生育年龄的一阶差分来测量，以排除多胎生育（对应高生育率）情境下女性平均生育年龄无法准确反映生育年龄
变化（或推迟生育）的影响。

使用人均 ＧＤＰ 增长率及其时期波动（过去 ５ 年人均 ＧＤＰ 增长率的标准差）来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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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变化①等短期波动型变量，检验这些快变量对时期生育率变动的影响。 为减少这些快变量的随机

测量误差可能产生的干扰、提高测量的外生性和分析结果的可靠性，本文对除女性平均生育年龄以外的

其他短期波动型解释变量均基于过去 ５ 年的观测值来综合构建，即 ５ 年移动平均值或标准差。
表 ４　 后人口转变期低生育率国家总和生育率的双向误差成分模型拟合结果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时期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时期平方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０２）

人均 ＧＤＰ 对数
－０．０３１ －０．０３６ －０．０９７∗∗∗ －０．０５３∗∗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２）

城镇化率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老年抚养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女性平均生育年龄的一阶差

分

－０．６９３∗∗∗ －０．５２３∗∗∗ －０．４９１∗∗∗ －０．４５５∗∗∗

（０．０４３） （０．０４２） （０．０４１） （０．０４０）

人均 ＧＤＰ 增长率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人均 ＧＤＰ 增长率变动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青年失业率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政府公共支出占 ＧＤＰ 比重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０∗∗∗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政府公共支出增长率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国家类别（参照组：北欧）

　 西欧
－０．０６４ －０．０８６ －０．１５２∗∗ －０．１３８∗∗

（０．０６３） （０．０５３） （０．０５４） （０．０５４）

　 中欧
－０．２３４∗∗∗ －０．４３９∗∗∗ －０．５４９∗∗∗ －０．５１８∗∗∗

（０．０６４） （０．０５５） （０．０５７） （０．０５７）

　 南欧
－０．３６１∗∗∗ －０．４１３∗∗∗ －０．５３７∗∗∗ －０．４６１∗∗∗

（０．０６８） （０．０５９） （０．０６１） （０．０６２）

　 东欧
－０．１９２∗∗ －０．３８８∗∗∗ －０．５１７∗∗∗ －０．４９０∗∗∗

（０．０８０） （０．０６８） （０．０７０） （０．０７０）

　 英语系国家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９ －０．１２５∗ －０．１１７

（０．０７０） （０．０５８） （０．０６０） （０．０６１）

　 东亚
－０．３４９∗∗∗ －０．５３３∗∗∗ －０．７４２∗∗∗ －０．６８２∗∗∗

（０．０８０） （０．０６９） （０．０７３） （０．０７４）

　 其他
－０．２１２∗∗ －０．１１４ －０．３５１∗∗∗ －０．３３３∗∗∗

（０．０７０） （０．０６１） （０．０６９） （０．０６８）

截距
２．２９６∗∗∗ ２．７７１∗∗∗ ３．６５１∗∗∗ ３．２１７∗∗∗

（０．２０９） （０．２００） （０．２２８） （０．２２９）

表 ４ 模型 １ 至模型 ３ 依次

展示了上述嵌套模型的拟合结

果，模型 ４ 进一步加入时期的平

方项以识别生育率变动趋势中

可能的非线性特征。 模型结果

显示，整体来看，一国进入后人

口转变期的时长、经济发展水

平、城镇化率和老年抚养比与其

生育率负向相关。 进入后人口

转变期时间越长（也即越早完

成人口转变）的国家，生育率平

均越低；人均 ＧＤＰ 越高、城镇化

率或老年抚养比越高的国家，生
育率也平均更低②。 这些结果

与人口转变的一般规律相吻合，
印证了经济社会发展对生育率

下降的客观推动作用。
从短期波动型解释变量的

拟合结果来看，首先，女性平均

生育年龄的一阶差分项系数显

著为负，这表明，育龄妇女生育

年龄推迟会带来时期生育率的

显著降低。 这一效应在各嵌套

模型中保持高度稳健，凸显了后

人口转变期生育推迟现象对时

期生育水平的直接且重要的影

响。 以模型 ４ 的估计系数为例

进行推算，在控制模型中其他变

量的影响后，女性平均生育年龄

每推迟 １ 岁，时期总和生育率平

均下降 ０．４５５。
其次，时期经济发展形势对

生育率具有重要影响。 模型 ２ 显示，过去 ５ 年人均 ＧＤＰ 增长率的均值和波动幅度均对时期生育率具有

显著的正向效应，也即，经济增长速度较快和短期波动幅度较大，均有利于实现相对较高的生育率。 究

其原因，经济快速增长能够为公众组建和发展家庭提供资源、预期和信心等方面的支持，从而激励年轻

人适龄婚育、提高生育率。 这一点从战后经济复苏带来的“婴儿潮”可以得到印证。 经济增长速度的短

期变化幅度较大，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短期经济增长的潜力或可能性，区别于经济停滞的情形［１７］，因而

①
②

使用政府公共支出占 ＧＤＰ 的比例及其增长率来衡量。
表 ４ 各模型中这些变量的系数不同步显著。 究其原因，这些变量作为经济社会发展在不同维度的体现，相互之间存在一定程度

的正向相关关系，由此不难理解单个变量的统计显著性可能因控制其他相关变量而下降。 综合来看，这些结果对研究结论提供了一致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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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预期和信心，进而对时期生育率产生积极作用。 除经济增长率及其短期波动

态势外，青年失业率也是影响生育率的重要经济因素。 模型 ２ 至模型 ４ 的结果一致显示，过去 ５ 年的青

年失业率较高会导致时期生育率显著下降。 这一结果与以往研究发现相吻合［３］［１８］［２０］，印证了劳动参

与和经济活动对青年人组建和发展家庭的重要作用。 由模型系数来估算，青年失业率每上升 １ 个百分

点，时期总和生育率下降 ０．００７。
再次，政府的公共投入对生育率具有显著影响。 模型 ３ 和模型 ４ 的结果均显示，政府公共支出占

ＧＤＰ 的比重对生育率的影响显著为负①，这可能反映了政府公共支出占比较高的国家往往经济发展程

度较高、较早完成人口转变，其时期生育率因此整体较低。 不过，政府公共支出增长率对生育率具有显

著的正向效应，过去 ５ 年的政府公共支出增长率越高，时期生育率显著更高，印证了后人口转变期各国

通过增加公共投入缓解生育率过快下降的积极成效。 在考虑了政府公共支出特征后，模型 ３ 中人均

ＧＤＰ 增长率的边际效应不再显著。
除上述经济社会与制度性因素的影响外，生育率仍呈现显著的区域差异。 平均而言，北欧国家的生

育率显著较高，欧洲以外英语系国家的生育率也整体较高，与北欧国家无显著差异。 相比之下，东亚、南
欧、中欧等国家的生育率显著较低。 这些结果与以往研究发现吻合，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区域社会文

化因素的差异性影响。 一方面，北欧国家的性别平等化程度相对更高，社会福利制度相对完备，为女性

兼顾工作与家庭提供了更为全面的支持和保障［２３］［２４］；另一方面，北欧国家与欧洲以外英语系国家的婚

育文化具有鲜明的非传统性，在这些社会，公众对非婚生育等现象的接受程度普遍更高［１５］。 与之相比，
在南欧和东亚社会，由于传统的家庭及婚育文化观念的影响依然盛行，性别观念和分工模式使得女性的

家庭角色和责任过重，与女性教育和就业水平快速提升的现实难以协调；这些国家“未完成的性别革

命”使得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推迟或放弃婚育［２５］［２６］［２７］。 类似地，在中欧的德语系国家（如奥地利、德国

和瑞士），社会对母职的传统规范和期望依然很强，以致年轻女性往往因工作与家庭冲突而减少生育，
生育率因此显著较低［１４］［２８］。

最后，模型 ４ 的结果显示，后人口转变期生育率的变化具有显著的非线性特征，时期的平方项系数

显著为正，主效应显著为负。 由模型系数来估算，在后人口转变期的最初四五十年（４５ ＝ ０．００９ ／ ０．０００１ ／
２），总和生育率总体呈随时间不断减缓的下降趋势。 本文的结果印证了后人口转变期生育率变动的非

单调、非线性特征。 不过，鉴于后人口转变期生育率的变动轨迹较为复杂，并非简单的 Ｕ 形趋势，关于

其具体函数形式还有待后续研究在有效观察时长和样本量进一步拓展的基础上进行探索和检验，本文

拟合的时期效应系数应当审慎解读。 在考虑了时期的非线性效应后，模型中其他变量的效应与上述嵌

套模型中的结果保持一致，印证了上文主要研究发现的稳健性。

表 ５　 生育率一阶差分的空模型及方差分解结果

系数 标准误

平均截距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４
随机效应

　 国别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７
　 时期 ０．０２６∗∗∗ ０．００３
　 残差 ０．０５７∗∗∗ ０．００１
组内相关系数（ＩＣＣ）
　 纵向 ＩＣＣ ０．００１
　 截面 ＩＣＣ ０．１６５

（三）生育率的逐年变动状况及其影响机制

为进一步了解生育率的逐年变动特征、差异及成因，本文对各国的时期生育率进行一阶差分，分析

其逐年变动状况的方差构成及影响机制。 表 ５ 展示了分析样本中生育率一阶差分的方差构成及分解结

果。 由表 ５ 可见，在本文考察期内，各国生育率一阶差分

值的纵向组内相关系数极低，仅约 ０．００１；截面组内相关系

数为 ０．１６５，随机误差占比超过 ８０％。 这表明，从各国生

育率的逐年变动状况来看，后人口转变期生育率逐年变动

幅度之间相关性很低；在同一时期，各国的生育率变动呈

现一定的相关性，这可能反映了全球化背景下经济冲击和

社会文化演变进程对各国生育率变动的共同影响。 除此

之外，生育率逐年变动中有相当部分相对独立于时期和

国别维度的变化，反映了各国生育率历时变动轨迹的异

质性。

① 这一效应在不同模型设置下保持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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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生育率一阶差分的双向误差成分模型结果

系数 标准误

时期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２
人均 ＧＤＰ 对数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４
城镇化率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２
老年抚养比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４
女性平均生育年龄的一阶差分 －０．０２４ ０．０１５
人均 ＧＤＰ 增长率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人均 ＧＤＰ 增长率变动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青年失业率的一阶差分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１
政府公共支出占 ＧＤＰ 的比重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政府公共支出增长率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国家类别（参照组：北欧）
　 西欧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５
　 中欧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７
　 南欧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７
　 东欧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０
　 英语系国家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东亚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９
　 其他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０
截距 －０．０６１ ０．０４５

　 　 为检验前文讨论的解释变量对生育率逐年变化

幅度（一阶差分）的影响，本文进一步拟合多元双向

误差成分模型，结果如表 ６ 所示。 由模型估计结果可

见，在考虑了其他解释因素的影响后，生育率的逐年

变动特征与人口发展阶段、经济社会整体发展水平无

显著关系；仅短期波动型经济变量对生育率的逐年变

动特征具有显著影响。 具体而言，人均 ＧＤＰ 增长率

对生育率变动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过去 ５ 年的人均

ＧＤＰ 增长率均值每提高 １ 个百分点，时期生育率预

期将比上一年高 ０．００２。 青年失业率对生育率变动幅

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青年失业率每增加 １ 个百分

点，时期生育率预期比上一年下降 ０．００５。 在考虑了

模型中各解释变量的影响后，不同国家类别的生育率

变动幅度不存在显著差异。

五、结论与讨论

生育率跌破更替水平标志着一个社会进入后人

口转变期。 在后人口转变期，生育率长时期保持在较

低水平的现实对各国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带来

重大挑战，这些状况也超出了经典人口转变理论的预期。 为全面认识后人口转变期的生育率变动态势

与潜在规律，本文使用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整理发布的权威国别数据，以 ＯＥＣＤ
和 Ｇ２０ 成员国为研究对象，考察了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来这些主要低生育率国家在进入后人口转变期后

生育率的国别差异、变动态势及影响机制。 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１）在后人口转变期，生育率呈现重要的国别差异和历时变动。 一方面，后人口转变期各国的生育

率既非开启单调下降模式，也未稳定在特定区间。 在本文考察的半个多世纪里，几乎所有的低生育率国

家曾经历不同幅度的生育率回升，大约 １ ／ ４ 的国家的生育率甚至曾回升至更替水平以上。 这些变动经

历表明，后人口转变期生育率反弹具有现实可能性，且不存在特定的阈值或限制。 这与“低生育陷阱”
假说的论断并不完全一致。 另一方面，各国生育率变动轨迹存在重要差异，也呈现一定的区域模式，隐
含了区域文化与制度等因素对生育率变动的重要影响。

（２）各国的时期生育率因人口发展阶段和经济社会发展整体水平而呈现显著差异。 平均而言，进
入后人口转变期的时间越长、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生育率越低。 这一模式与人口转变进程的

一般规律相吻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口系统内部生育等要素变动的路径依赖性。
（３）短期波动型经济变量对时期生育率及其波动幅度具有显著的影响。 在经济增长率较高、失业

率较低、经济充满活力的时期，生育率显著较高，且更有可能随时间上升。 这些结果表明，时期生育率作

为特定时期育龄人群平均生育水平的反映，对经济形势及其变化高度敏感，良好的经济环境能够为年轻

人创造乐观的经济机会和发展预期，对其组建和发展家庭提供有利的经济条件、积极的心理预期与信心。
（４）公共政策投入是现代社会中政府实施积极干预措施的表征，对低生育率国家的生育率具有重

要的边际影响。 政府公共支出增长率越高，时期生育率显著较高。 由此可见，保持政府公共支出的增长

对避免生育率快速下降意义重大，这对政府公共支出的可持续性提出了现实要求，不仅需要以较高的经

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率为支撑，而且需要警惕不可持续的支出计划可能产生的不利后果。
（５）文化因素对各国生育率及其变动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 一方面，各国的传统家庭文化和婚育

规范是导致国别生育率差异的重要原因。 在传统婚育文化盛行的中欧、南欧、东亚地区，生育率显著偏

低。 另一方面，与家庭文化转变相联系，当代女性生育年龄不断推迟对生育率下降起着直接且稳健的推

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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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结论表明，在后人口转变期实现适度生育水平既有其现实复杂性和艰巨性，同时也具有客观可

能性。 由于人口变动与经济社会发展高度相依，提振生育率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经济社会系统与人口

系统的协调互动，不仅要保持良好的经济增长形势与活力、尽可能降低青年人群的失业风险，而且要注

重从文化建设的角度倡导年轻人适龄生育，并为其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与支持保障。 基于此，现阶段完

善我国生育支持配套措施的公共政策应当特别关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公共政策应当着力于就业支

持、婚育支持体系建设，通过保障年轻人的充分就业、适龄婚育，推动实现适度生育率；另一方面，政策的

制定与实施应当以科学的分析和论证为基础，避免因设计不当而导致政策缺乏可持续性，进而造成财政

资源的浪费、公众预期和信心的下降。

参考文献：
［１］Ｒｏｕｓｔａｅｉ Ｚ， Ｒäｉｓäｎｅｎ Ｓ， Ｇｉｓｓｌｅｒ Ｍ， ｅｔ ａ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ｒ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ｐｏｎ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ｉｒｓｔ ｂｉｒｔｈｓ： Ａ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ｗｉｔｈ ｆｉｎｎｉｓｈ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Ｊ］． ＢＭＪ Ｏｐｅｎ， ２０１９， ９：ｅ０２６３３６．
［２］Ｓｏｂｏｔｋａ Ｔ． Ｐｏｓｔ－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ｂｅａｒｉｎｇ ｐｏｓｔｐｏｎ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ｆｕｅｌ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ｈｉｆｔ ｔｏ ｌｏｗ ａｎｄ ｕｎｓｔａｂｌｅ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ｌｅｖｅｌ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ｉｏ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７， ４９：Ｓ２０－Ｓ４５．
［３］Ｚｅｍａｎ Ｋ， Ｂｅａｕｊｏｕａｎ Ｅ， Ｂｒｚｏｚｏｗｓｋａ Ｚ，ｅｔ ａｌ． Ｃｏｈｏｒｔ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ｉｎ ｌｏｗ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ｕｓｉｎｇ ｐａｒｉｔｙ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ｒａｔｉｏｓ［Ｊ］．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８， ３８： ６５１－６９０．
［４］Ｆｒｅｊｋａ Ｔ， Ｃａｌｏｔ Ｇ． Ｃｏｈｏｒｔ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ｉｎ ｌｏｗ－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Ｊ］．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０１， ２７

（１）： １０３－１３２．
［５］Ｆｒｅｊｋａ Ｔ， Ｊｏｎｅｓ Ｇ Ｗ， Ｓａｒｄｏｎ Ｊ Ｐ．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ｃｈｉｌｄｂｅａｒｉｎｇ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Ｊ］．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０， ３６（３）： ５７９－６０６．
［６］Ｍｙｒｓｋｙｌä Ｍ， 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 Ｊ Ｒ， Ｃｈｅｎｇ Ｙ Ａ． Ｎｅｗ ｃｏｈｏｒｔ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ｗｏｒｌｄ： Ｒｉｓｅｓ， ｆａｌｌｓ， ａｎｄ ｒｅｖｅｒｓａｌｓ

［Ｊ］．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３， ３９（１）： ３１－５６．
［７］ Ｌｅｓｔｈａｅｇｈｅ Ｒ．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Ｒ ／ ＯＬ］． ＩＰＤ－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１９９１， ｈｔｔｐｓ： ／ ／ ｂｒｉｓｐｏ．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ｖｕｂ．ｂｅ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２０２４－０２ ／ ＷＰ－ＩＰＤ－１９９１－２．ｐｄｆ．
［８］Ｂｅｃｋ Ｕ． Ｒｉｓｋ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ｎｅｗ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Ｍ］． Ｌｏｎｄｏｎ： Ｓａｇ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Ｌｔｄ， １９９２．
［９］Ｒａｓｂｏｒｇ Ｋ． Ｕｌｒｉｃｈ Ｂｅｃｋ： Ｔｈｅｏｒｉｚ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 ｒｉｓｋ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ａｎｉｓｍ［Ｍ］． Ｃｈａｍ：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２０２１．
［１０］Ｌｕｔｚ Ｗ， Ｓｋｉｒｂｅｋｋ Ｖ， Ｒｉｔａ Ｔｅｓｔａ Ｍ． Ｔｈｅ ｌｏｗ－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ｔｒａｐ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Ｆｏｒｃｅｓ ｔｈａｔ ｍａｙ ｌｅａｄ ｔｏ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ｐｏｓｔｐｏｎ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ｆｅ⁃

ｗｅｒ ｂｉｒｔｈｓ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Ｊ］． Ｖｉｅｎｎａ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０６， ４： １６７－１９２．
［１１］Ｋｏｈｌｅｒ Ｈ－Ｐ， Ｂｉｌｌａｒｉ Ｆ Ｃ， Ｏｒｔｅｇａ Ｊ Ａ．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ｌｏｗｅｓｔ－ｌｏｗ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１９９０ｓ［Ｊ］．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０２， ２８（４）： ６４１－６８０．
［１２］Ｍｉｌｌｓ Ｍ， Ｒｉｎｄｆｕｓｓ Ｒ Ｒ， ＭｃＤｏｎａｌｄ Ｐ， ｅｔ ａｌ． Ｗｈｙ ｄｏ ｐｅｏｐｌｅ ｐｏｓｔｐｏｎｅ ｐａｒｅｎｔｈｏｏｄ？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Ｊ］．

Ｈｕｍａｎ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ｕｐｄａｔｅ， ２０１１， １７（６）： ８４８－８６０．
［１３］Ｈｗａｎｇ Ｊ． Ｌａｔｅｒ， Ｆｅｗｅｒ， Ｎｏｎｅ？ Ｒｅｃｅｎｔ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ｃｏｈｏｒｔ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Ｋｏｒｅａ［Ｊ］．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ｙ， ２０２３， ６０（２）：５６３－５８２．
［１４］Ｋｒｅｙｅｎｆｅｌｄ Ｍ． Ｄ． Ｋｏｎｉｅｔｚｋａ． Ｃｈｉｌｄｌｅｓｓｎｅｓｓ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ｓ， ｃａｕｓ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Ｍ］． Ｃｈａｍ：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Ｎａｔｕｒｅ，

２０１７．
［１５］Ｗｉｎｋｌｅｒ－Ｄｗｏｒａｋ Ｍ， Ｐｏｈｌ Ｍ，Ｂｅａｕｊｏｕａｎ Ｅ．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ｏｆ ｄｅｌａｙｅｄ ｆｉｒｓｔ ｂｉｒｔｈｓ ａｎｄ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ｃｏｈｏｒｔ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ｌｅｖｅｌｓ［ Ｊ］． Ｄｅ⁃

ｍｏｇｒａｐｈｙ， ２０２４， ６１（３）：６８７－７１０．
［１６］Ｂｕｒｋｉｍｓｈｅｒ Ｍ． Ｅｕｒｏｐｅ－ｗｉｄｅ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ｔｒｅｎｄｓ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１９９０ｓ： Ｔｕ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ｒｎｅｒ ｆｒｏｍ ｄｅｃｌｉｎｉｎｇ ｆｉｒｓｔ ｂｉｒｔｈ ｒａｔｅｓ［Ｊ］． Ｄｅｍｏ⁃

ｇｒａｐｈ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５， ３２： ６２１－６５６．
［１７］Ｃｏｍｏｌｌｉ Ｃ Ｌ． Ｔｈｅ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Ｒｅｃ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Ｊ］．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７， ３６：１５４９－１６００．
［１８］Ａｄｓｅｒà Ａ．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ｒａｔｅｓ 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０４， １７： １７－４３．
［１９］Ａｄｓｅｒà Ａ． Ｖａｎｉｓｈｉｎｇ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Ｆｒｏｍ ｈｉｇｈ 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ｔｏ ｌｏｗ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Ｊ］．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

ｖｉｅｗ， ２００５， ９５（２）： １８９－１９３．
［２０］Ｂｌｏｓｓｆｅｌｄ Ｈ－Ｐ， Ｋｌｉｊｚｉｎｇ Ｅ， Ｍｉｌｌｓ Ｍ， ｅｔ ａｌ．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ａｎｄ ｙｏｕｔｈ ｉ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Ｔｈｅ ｌｏｓｅｒｓ ｉｎ ａ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Ｍ］．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０５．
［２１］Ｈｅｌｌｓｔｒａｎｄ Ｊ， Ｎｉｓｅｎ Ｊ， Ｍｉｒａｎｄａ Ｖ， ｅｔ ａｌ． Ｎｏｔ ｊｕｓｔ ｌａｔｅｒ， ｂｕｔ ｆｅｗｅｒ： Ｎｏｖｅｌ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ｃｏｈｏｒｔ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ｄｉｃ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Ｊ］．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ｙ， ２０２１， ５８（４）：１３７３－１３９９．
［２２］Ｆｒｅｊｋａ Ｔ， Ｆ． Ｇｏｌｄｓｃｈｅｉｄｅｒ， Ｔ． Ｌａｐｐｅｇåｒｄ． Ｔｈｅ ｔｗｏ－ｐａｒｔ ｇｅｎｄｅｒ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ｗｏｍｅｎ’ｓ ｓｅｃｏｎｄ ｓｈｉｆｔ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ｃｏｈｏｒｔ ｆｅｒ⁃



■
■

■

第 ３９ 卷 第 ３ 期■■■■■■■■■■■■■■■
■■■■■■
总第一九三期

■
■

■
■

■
■

■

７３　　　

■■
■■
■■
■■
■■
■■

■■
■■
■■
■■

■■■

ｔｉｌｉｔｙ［Ｊ］．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０１８， ４３： ９９－１３０．
［２３］Ｅｓｐｉｎｇ－Ａｎｄｅｒｓｅｎ Ｇ， Ｂｉｌｌａｒｉ Ｆ Ｃ． Ｒｅ－ｔｈｅｏｒｉｚｉｎｇ ｆａｍｉｌｙ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ｓ［ Ｊ］．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５， ４１

（１）： １－３１．
［２４］Ｇｏｌｄｓｃｈｅｉｄｅｒ Ｆ， Ｂｅｒｎｈａｒｄｔ Ｅ， Ｌａｐｐｅｇåｒｄ Ｔ． Ｔｈｅ ｇｅｎｄｅｒ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ｆａｍｉｌｙ ａｎｄ ｄｅ⁃

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Ｊ］．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５， ４１（２）： ２０７－２３９．
［２５］Ｂｕｍｐａｓｓ Ｌ Ｌ， Ｒｉｎｄｆｕｓｓ Ｒ Ｒ ， Ｃｈｏｅ Ｍ Ｋ，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ｌｏｗ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Ｊａｐａｎ［Ｊ］． Ａｓｉａｎ ｐｏｐ⁃

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００９， ５（３）： ２１５－２３５．
［２６］Ｋｉｍ Ｅ Ｈ－Ｗ， Ｃｈｅｕｎｇ Ａ Ｋ． Ｗｏｍｅｎ’ ｓ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ｔｏｗａｒｄ ｆａｍｉｌｙ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ｉｆｅ ｓｔａｇ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ｓ： Ａ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Ｋｏｒｅａ［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ａｎｄ ｆａｍｉｌｙ， ２０１５， ７７（５）： １０７４－１０９０．
［２７］Ｙｏｏ Ｓ Ｈ． Ｐｏｓｔｐｏｎ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ｃｕ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ｈｏｒｔ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Ｋｏｒｅａ［ Ｊ］．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６， ３５： １０４５－１０７８．
［２８］Ｓｏｂｏｔｋａ Ｔ．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Ａｕｓｔｒｉａ，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ａｎｄ 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 Ｉｓ ｔｈｅｒｅ ａ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Ｊ］．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

ｉｅｓ， ２０１１， ３６（２－３）： ２６３－３０４．
［２９］Ｂｒｚｏｚｏｗｓｋａ Ｚ． Ｆｅｍａｌ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ｕｎｄｅｒ ｓｔａ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ｎｄ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Ｊ］．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Ｅｄｉｔｉｏｎ）， ２０１５， ７０（４）： ６８９－７２６．
［３０］Ｍｅｒｚ Ｅ Ｍ， Ｌｉｅｆｂｒｏｅｒ Ａ． Ｔｈｅ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ｔｏｗａｒｄ 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 ｃｈｉｌｄｌｅｓｓｎｅｓｓ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ａｎｄ ｆａｍｉｌｙ， ２０１２， ７４（３）： ５８７－６００．
［３１］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Ｔ， Ｈ－Ｐ Ｋｏｈｌ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ｆｅｖ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ｐｕｚｚｌｅ：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ｌｏｗ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Ｋｏｒｅａ

［Ｊ］． Ａｓｉａｎ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０１３， ９（２）： １９６－２１５．
［３２］Ｒｉｎｄｆｕｓｓ Ｒ Ｒ， Ｃｈｏｅ Ｍ Ｋ， Ｂｒａｕｎｅｒ－Ｏｔｔｏ Ｓ Ｒ．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ｗｏ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ｒｅｇｉｍｅｓ 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ｌｌｙ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Ｊ］．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６， ３５（３）： ２８７－３０４．
［３３］Ｒｉｎｄｆｕｓｓ Ｒ Ｒ， Ｃｈｏｅ Ｍ Ｋ． Ｌｏｗ ａｎｄ ｌｏｗｅｒ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Ｍ］． Ｃｈａｍ：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

ａｌ， ２０１５．

Ｔｈｅ Ｔｒｅｎｄ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Ｒ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Ｌｏｗ－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ＯＥＣＤ ａｎｄ Ｇ２０ Ｍｅｍｂｅｒ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ＮＩＵ Ｊｉａｎ－ｌ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ｌｏｗ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ｒａｔｅ ｉｓ ａ 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ｔｈａｔ ｍａｎｙ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ｒ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ｌｙ ｆａｃ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ｓｕｓ⁃
ｔａｉｎｅｄ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ｒｅｎｄ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ｔｈｅ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ｒａｔ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ｉｓ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ｇｕｉｄｉｎｇ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ｅｄｉｃａ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ｗ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ｒａｔｅ． Ｔａｋｉｎｇ ＯＥＣ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Ｇ２０ ｍｅｍｂｅｒ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ｓ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ｌｙ ｅｘａｍ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ａｎｄ ｃａｕ⁃
ｓｅｓ ｏｆ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ｒａｔｅｓ ｉｎ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１９６０ｓ． Ｓｔｕｄ⁃
ｉｅｓ ｈａｖｅ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ｒａｔｅｓ ｓｈｏｗ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ａｃｈｒｏｎｉｃ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ａｌｍｏｓｔ ａｌｌ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ｒａｔｅ ｒｅｃｏｖｅｒｉｅｓ ｏｒ ｒｅｂｏｕｎｄｓ ｏｆ ｖａｒｙｉｎｇ ｄｅｇｒｅｅｓ．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ｎｏ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ｏｒ “ｔｒａｐ” ｆｏｒ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ｒａｔｅ ｃａｎ ｒｅｂ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ｒａｔｅ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ｅｎｔｒｙ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
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 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ｆａｓ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ｆｉｅｌｄ． Ｏｎ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ｆｏｒ ｅａｃｈ ｙｅａｒ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ｃｈｉｌｄｂｅａｒｉｎｇ ａｇｅ ｏｆ ｗｏｍｅｎ ｉｓ ｄｅｌａｙｅｄ， ｔｈｅ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ｒａｔｅ
ｄｒｏｐｓ ｂｙ ｎｅａｒｌｙ ０．５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ｐｅｒｉｏｄ． Ｆｏｒ ｅｖｅｒｙ １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ｐｏｉｎｔ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ｙｏｕｔｈ 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ｒａｔｅ ｄｒｏｐｓ ｂｙ ０．００７． Ｆｏｒ ｅｖｅｒｙ １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ｐｏｉｎｔ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ｕｂｌｉｃ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ｒａｔ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ｒｉｓｅｓ ｂｙ ０．００５．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ｌｓｏ
ｈａｖｅ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ｔｒｅｎｄｓ ｏｆ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ｒａｔｅｓ． Ｔｈｉ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ｉｎｄｉｎｇ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ｎｅｗ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ｆｏｒ 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ｒａｔ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ａｎｄ ａｌｓｏ ｏｆｆｅｒｓ ｉｄｅａ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ｌｏｗ－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ｐｏｓｔ－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ｅｒａ； ｐｅｒｉｏ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ｒａｔｅ； ｃｒｏｓｓ－ｃｏｕｎｔｒｙ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责任编辑　 吴兰丽


